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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豐臣秀吉發動的「侵朝征明」的壬辰戰爭最終以失敗告終，這不只意

味著日本試圖通過武力方式構建區域秩序行動的失敗，更直接促使後繼者

德川家康採取了保守型的對外策略。雖然，江戶幕府成立伊始即放棄了對

外擴張的行動，但江戶日本人卻從未放棄擊敗中國進而建立以日本為主導

的區域秩序的「夢想」，尤其是當日本的外部局勢發生變動之時，江戶學

者便緊接著設計出吞併周邊國家以及武力侵略中國的「構想」，因為只有

在軍事上擊敗中國，才能實現日式區域秩序的建立。即使這一思想不是江

戶思想的主流，卻明顯地間接影響了明治日本的對外擴張政策。因此，本

文以十七世紀中期的「明清鼎革」、十八世紀前期的「西方滲透」和十九

世紀中期的「培里來航」三個時段為歷史背景，以近松門左衛門的《國姓

爺合戰》、佐藤信淵的「宇內混同說」和吉田松陰的「對外擴張論」為中

心，解讀他們的日本對外擴張（主要是針對中國）「構想」。這意味著，

對於明治日本對外擴張及侵佔中國思想的研究，不能只局限於近代日本的

視角，更不應忽視近代之前的研究視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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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jin War (1592-1598) launched by Toyotomi Hideyoshi ended in 

failure. Not only did it mean the failure of Japan’s attempt in constructing 

regional order by force, but also it resulted in Tokugawa Ieyasu’s conservative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Although the Edo Bakufu gave up its outward expansion 

at the beginning of its establishment, some Edo Japanese never stopped 

“dreaming” of defeating China and establishing a Japan-dominated regional 

order. Especially whe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changed, Edo scholars always 

responded with proposals to invad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China. Only if 

China was defeated militarily, was Japanese regional order established. Even if 

the idea was not the mainstream of Edo thought, it indirectly affected Meiji 

Japan’s policy on foreign expansion. This article thus attempts to interpret the 

conceptions of Japan’s expansion towards China. The scope of the research is 

across three periods including the “Ming-Qing Change Era” in the mid-17th 

century, the “Western Infiltration”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and the “Matthew C. 

Perry’s Expedition to Japan” in the mid-19th century. My discussion focuses on 

Chikamatsu Monzaemon’s “The Battles of Coxinga”, Satō Nobuhiro’s “Secret 

Strategy for Expansion”, and Yoshida Shōin’s “External Expansion Theory”. I 

intend to argue that research on Meiji Japan’s outward expansion and its invasion 

to China cannot confine its discussions to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Japan and 

should not overlook discourses in pre-moder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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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在十九世紀中期西方武力衝擊之前，東亞地區曾長期存在過某種以中

國大陸政權為核心的「區域形態」，它發軔於先秦，成型於漢，完善於

唐，鼎盛於明，衰落於清，伴隨著中原王朝的版圖與勢力範圍的擴大，其

輻射區域亦隨之伸展至朝鮮、越南、日本等國。這一「區域形態」表現形

式可表述為：政治上的「宗藩關係」、經濟上的「封貢關係」和文化上的

「華夷關係」，1而與之相表裏的則是，中國王朝在政治、經濟、文化、軍

事等層面相較於周邊屬國均位處優勢，並凸顯出中外間鮮明的政治落差、

經濟落差和文化落差。政治落差與經濟落差或可作一體觀瞻，即政治、軍

事、經濟等綜合實力上的地位差等。文化落差源自於文化差異，直接表現

在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上。然而，當早期中華世界與周邊諸國、夷狄間的

政治落差逐漸趨平甚至出現了逆轉時，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原人士則採用了

加大「文化落差」的作法來彌補現實中的「政治落差」。孟子（372-289 

BCE）的「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等「華夷觀」表述正得其

旨。這既是周代禮樂文明高度發達的又一表現形式，又體現了儒學華夷觀

的主體內涵，更是秦漢以後「華夷之辨」思想的核心原則。同時，中國王

朝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對「四夷」影響日益增大的同時，「變夷為華」的

意識也在「四夷」的身上逐漸發酵。也就是說，中國王朝用「禮教式的天

下秩序」將周邊屬國、部族納入其中後，也同時提供了後者與前者爭奪

「正統」地位的方式與方法。當周邊屬國的政治、經濟及軍事實力超過中

國王朝時，便會效法這一「天下秩序」的展開邏輯，將自身塑造為正統的

代表者，並通過朝貢、冊封的手段以樹立其權威性。 

西元一世紀前後，日本雖以朝貢者的身份融入以中國王朝為中心的區

域體系中，並接受中國王朝的冊封，但卻長期被中國王朝視為「夷狄」。2

                                                 
1  韓東育：《從「請封」到「自封」：日本中世以來「自中心化」之行動過程》（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頁 127-128。 

2  據《後漢書‧東夷列傳》所載：「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 

   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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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其政治勢力積累到一定程度時，便試圖擺脫其被冊封的身份，力

爭取得與中國王朝平等的地位，甚至不惜採取軍事手段與中國王朝一爭高

下，以扭轉中日之間的政治落差。所以，從五世紀至七世紀，先後發生的

倭五王的「請封」與「自封」、隋倭國書事件以及白江口之戰（中文學界

稱「白村江之戰」），皆是日本扭轉中日間政治落差的嘗試。白江口之戰

雖以日本一方的失敗而告終，但卻是中日兩國歷史上第一次正面的軍事衝

突，對東亞地區影響深遠。首先，進一步鞏固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區域

秩序；其次，新羅統一了朝鮮半島南部，結束了分裂局面；最後，日本的

勢力退出朝鮮半島，一千餘年內再未進犯，但日本卻從未放棄侵略朝鮮的

野心。3不甯唯是，白江口之戰更是日本扭轉中日間落差的一次軍事嘗試。

試想，日本如果不自認為自己的實力達到一定程度，豈能貿然出兵相助百

濟而對抗大唐？表面上看，日本的戰敗僅是小規模的損失，但事實上卻是

失去了大化改新以來的國家自信心，誠如有學者所言：「白江口一敗，顛

覆了源自根底的國民自負自尊的信念。」4即使是在一九三○年的日本人著

作中，仍視「白江口之戰」為重大失敗，認為日本的國防政策也為之一

變： 

今日之見，白江口之戰可訓戒之處多矣〔……〕此海戰中海軍的

戰敗，全然失墜國威於大陸〔……〕以至於不得不舍去朝鮮

〔……〕白江口海戰的結果，我國完全放棄積極政策的同時，圍

繞著國防問題，純然變為防禦的態度〔……〕。5 

言外之意，古代日本的「大陸政策」也隨之破滅。 

                                                                                                                         
   1965 年），卷 75，〈東夷列傳〉，頁 2821。這是目前中國正史中首次關於日本接受中 

   國王朝冊封的記載。繼之，又有魏明帝詔賜女王卑彌呼為「親魏倭王」之事。此後，中 

   國王朝對日本的主要認識是東夷之一，《漢書》、《三國志》、《宋書》、《南史》、 

   《隋書》、《新唐書》、《宋史》、《明史》等正史中稱日本為倭、倭人、倭國、日本 

   等，為表述一致，本文均以日本稱之，有特殊之處會專門指出。 

3  董灝智：〈五至九世紀日本構建區域秩序的嘗試〉，《世界歷史》，2017年第 1期（20 

   17年 2月），頁 84-93。 

4  衣斐釮吉：《東亜の形勢と日本の将来》，上卷（京都：立命館大學出版部，1926 年） 

   ，頁 39。 

5  三笠保存會（編）：《大日本海軍戰史談》（東京：三笠保存會，1930 年），頁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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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江口之戰的失敗更使日本認識到自身難以與中國王朝抗衡，因而，

虛心向中國學習，派遣遣唐使、留學生來中國。對此，有學者稱：「自白

村江之役，唐高宗大敗日本後，患畏唐病之日人，愈崇拜景仰我國之文

化，故遣唐使與留學生等之派遣，極達最盛時代。」6據載，有唐一代，先

後任命遣唐使達十八、九次。7其中，三分之二的遣唐使是在白江口戰役後

派遣的，每次人數幾十人到數百人不等，中日之間的文化交流達到了前所

未有的高度，直至八九四年（唐乾寧元年、日本寬平六年）日本廢止遣唐

使。對於其原因的探討學界仍未停止。其中，日本學者森克己（1903-

1981）的解釋較為合理，即日本難以承擔遣唐使高昂的費用及唐日商人的

民間活動取代了兩國之間的政治往來。8這也從另一側面解釋了此後五百餘

年間中日兩國「政冷經熱」的狀況。兩國雖無邦交往來，但民間的經濟、

文化交往卻極為繁盛，雙方均獲利巨甚，即便是元朝曾有過兩次征日的軍

事行動，但其後並未影響兩國間的民間交往。 

此後，日本第二次軍事挑戰中日政治落差的行動，則是豐臣秀吉

（1537-1598）發動的「壬辰倭亂」（1592-1598），這對以中國王朝為核心

的區域秩序，無疑構成了新一輪的破壞。關於這場戰爭爆發的原因，在江

戶時代至少有林羅山（1583-1657）與中井竹山（1730-1804）的「功名

說」、貝原益軒（1630-1714）的「好戰說」、安積澹泊（1656-1738）的

「侈心說」、賴山陽（1781-1832）的「動亂轉移說」，至近代則又有「通

商貿易說」、「信長意志繼承說」、「朝鮮無視國際禮儀說」等不同表

述。9若以朱元璋（1328-1398）的「十五不征之國」範圍印證之，則豐臣秀

吉的戰略計畫與中國王朝中心的區域體系已具有某種空間上的一致性，即

先伐朝鮮、次征明朝、再征印度，進而取代中國王朝在這一區域的核心地

位。重要的是，這種試圖扭轉中日之間的政治落差的舉動，既不同於白江

口之戰時日本對朝鮮半島的侵略，也不同於「日式區域」的建構野心，而

是將打擊的對象直指中國王朝，這在日本歷史上尚屬首次。為此，秀吉在

                                                 
6  王輯五：《中國日本交通史》（上海：上海書店，1996年），頁 59。 

7  武安隆：《遣唐使》（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 31。 

8  森克己：《遣唐使》（東京：至文堂，1955年）。 

9  德富豬一郎：《近世日本國民史：豐臣氏時代‧丁篇‧朝鮮役‧上卷》（東京：民友社 

   ，1935年），頁 11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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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上作了充分的準備，在短期內集結水陸軍十六萬餘人，10企圖一舉攻佔

朝鮮與中國，結果被中朝聯軍阻止，秀吉的野心亦隨之破滅。 

鑒於豐臣秀吉對外戰爭的失敗，德川家康（1543-1616）建立德川幕府

（1603-1867）之後，一改秀吉強硬的對外政策，不僅率先恢復了日本和朝

鮮的國交，還主動遣使赴明試圖恢復與明朝的往來。11同時，對西洋諸國亦

採取寬容的政策，允許其通商與傳教。然而，由於基督教的盛行危及了幕

府的統治，迫使德川幕府在一六三三年至一六四一年間先後五次頒佈鎖國

令，正式確立了德川幕府的對外政策。12是故，有學者稱豐臣秀吉的日本類

型為「大日本」，而德川家康的日本類型則為「小日本」。13此亦表明日本

已無力從政治、軍事等層面來繼續扭轉中日之間的明顯落差。德川家康固

然借助了中國的朱子學來穩固其政治秩序，但朱子學中的「華夷之辨」在

德川日本卻仍是一個難以逾越的話題，即便其中不乏「諸夏用夷禮則夷

之，夷狄用諸夏禮則諸夏之」的轉換暗示，但日本的政治、文化實力難與

中國抗衡，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說，按照「前近代」東亞世界的展

開邏輯，扭轉「文化落差」似乎也只能是江戶日本的唯一選擇。重要的

是，在明清鼎革的刺激下，江戶日本人不但開啟了「變夷為華」思想的建

構之路，更在這一過程中不時地凸顯出日本建立日式區域秩序的構想，詳

細地設計了侵佔朝鮮及中國的計畫，而這一構想恰是江戶之前日本通過軍

事行動未曾實現的計畫，更甚深地影響了幕末—明治日本的對外擴張政

策。 

目前學界關於近松門左衛門（1652-1724）、佐藤信淵（1769-1850）和

                                                 
10  西龜正夫：《織田豐臣時代》（東京：厚生閣書店，1936年），頁 109-110。 

11  瀨野馬熊：《朝鮮史大系‧近世史》（東京：朝鮮史學會，1927年），頁 169-172。 

12  長期以來，江戶日本實施「鎖國」的原因一直是中日學界關注的重點問題。武田萬里子 

    將日本學界的研究成果總結為：（1）基督教禁制說；（2）金銀銅的海外流失抑制說； 

    （3）商業資本的抑制說；（4）大名資本的抑制說；（5）絲割符仲間的策動說；（6） 

    荷蘭的對日貿易獨佔策動說；（7）幕府權力的強化確立說。參見氏著：《鎖国と国境 

    の成立》（東京：同成社，2005 年）頁 3-4。這意味著，江戶日本之所以採取「鎖國」 

    政策雖是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但「基督教禁制說」則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國內外 

    學界的多數學者對這一點持贊同態度。 

13  船曳建夫：《右であれ左であれ、わが祖国日本》（東京：PHP 研究所，2007 年）， 

    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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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松陰（1830-1859）的個案研究較為豐富，內容涉及到政治、思想、軍

事等諸多方面，尤其是對於吉田松陰的研究，可謂是汗牛充棟。14然而，將

三者做一體觀瞻的研究，在學界尚為少數，僅據筆者目力所及，只有王向

遠（1962-）從文學層面考察了三人的「侵華迷夢」，但本研究的側重點則

與之不同，主要從歷史與思想層面展開研究，並從長時段視角考察三人承

上啟下的影響。15以下本文將探討和分析近松門左衛門、佐藤信淵和吉田松

陰三人侵佔中國以及建構日式區域秩序的構想。 

貳、 明清鼎革與《國姓爺合戰》的內在關聯 

在江戶幕府頒佈第五次鎖國令不久，中國大陸發生了明清鼎革之事，

清人攻佔明都北京，並繼續追剿以南明為主的明朝餘部。對於中國大陸的

變局，處於鎖國狀態的江戶幕府通過往來長崎的中國商人之口而得知。與

此同時，南明勢力先後派遣使者向日本乞師，希望江戶幕府出兵以期實現

復國的目標。 

根據《華夷變態》、《日本乞師記》、《海東逸史》、《外蕃通

書》、《海上見聞錄》、《臺灣鄭氏紀事》、《朱舜水文集》、《張斐筆

語》等中日典籍記載，南明的各方勢力從一六四五年至一六八六年間至少

                                                 
14  如有嚴紹璗：〈幕末的「宇內混同說」與明治時代的「大東合邦論」——近代日本的 

    「國家主義」思潮研究〉，《日本學刊》，1997 年第 1 期（1997 年 1 月），頁 83-95 

    ；李群：〈近松門文學中的武士道和侵華意識〉，《日本學刊》，2006 年第 1 期 

    （2006 年 1 月），頁 129-139；薛子奇、周彥：〈海外雄飛論——日本「大陸政策」的 

    思想淵源〉，《北方論叢》，1997 年第 1 期（1997 年 1 月），頁 59-62；稻雄次： 

    《佐藤信淵の虚像と実像》（東京：岩田書院，2001 年）；渡邊保：《近松物語：埋 

    もれた時代物を読む》（東京：新潮社，2004 年）；郭連友：《吉田松陰與近代中 

    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張崑將：〈吉田松陰《講孟餘話》的 

    詮釋特質與其批判〉，《漢學研究》，第 27 卷第 1 期（2009 年 3 月），頁 207-233； 

    神戸女子大学古典芸能研究センター（編）：《近松再発見：華やぎと哀しみ》（大 

    阪：和泉書院，2010 年）；須田努：《吉田松陰の時代》（東京：岩波書店，2017 年 

    ）；奈良本辰也：《吉田松陰を語る》（東京：大和書房，2015年）等等。 

15  王向遠：〈江戶時代日本民間文人學者的侵華迷夢——以近松門左衛門、佐藤信淵、吉 

    田松陰為例〉，《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 年 4 期（2008 年 7 月），頁 

    1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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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有二十餘次赴日乞師。16其中，《華夷變態》中記載的乞師次數多達五次，

即： 

（1）一六四五年，南明唐王政權（1645-1646）的都督崔芝（一作周

鶴芝，生卒年不詳）兩次遣使赴日乞師； 

（2）一六四六年，南明唐王政權的平虜伯鄭芝龍（1604-1661）遣使

黃征明（1600-1660）分別向日本皇帝、上將軍、長崎王乞師； 

（3）一六四九年，南明魯王政權的建國公鄭彩（1605-1659）赴日本

乞師； 

（4）一六五八年，鄭成功（1624-1662）遣使赴日乞師； 

（5）一六五八年，鄭成功之子鄭經（1642-1681）遣使赴日乞師。17繼

之，在黃宗羲（1610-1695）的《日本乞師記》中亦記載了四次乞師：一六

四六年三月，南明唐王政權水師都督周鶴芝（即崔芝）欲遣使赴日本薩摩

乞師，但副都督黃斌卿（？-1649）以吳三桂（1608-1678）之事為由而反

對，未能實現，直至一六四七年二月，周鶴芝才遣使赴日本薩摩藩乞師。

不久，周鶴芝的義子林皋（生卒年不詳）又赴日本乞師。同年六月，御史

馮京第（？-1654）等人赴日本長崎乞師。此後的一六四九年，南明魯王政

權又派將軍阮美（生卒年不詳）赴日乞師。18 

                                                 
16  關於明人乞師日本的次數，中村久四郎指出，明人在明末清初先后向日乞師十七次、乞 

資六次，見氏著：〈明末の日本乞師及び乞資〉，《史学雑誌》，第 26編第 5號（191 

5 年 5 月），頁 7-23、〈明末の日本乞師及び乞資（第二回完結）〉，《史学雑誌》， 

第 26 編第 6 號（1915 年 6 月），頁 60-67。木宮泰彥在《中日交通史》中〈明末之乞 

師及乞資〉一節中，幾乎沿用了中村久四郎的說法，亦認為明末的乞師共達十七次之多 

（其中一次是間接乞師）。見氏著：《中日交通史（下）》，陳捷（譯）（上海：商務 

印書館，1931 年），頁 316-320。然而，隨著研究的深入，南明勢力向日本乞師的次數 

遠不止十七次，僅以朱舜水的乞師為例，中村久四郎和木宮泰彥的統計皆把朱舜水的赴 

日乞師作為一次乞師，而事實上朱舜水曾多次赴日乞師，並最終客居日本。同時，鄭經 

在鄭成功逝世後亦曾赴日乞師。是故，本文認為明人乞師的次數是超過十七次的。 

17  林春勝、林信篤（編）：《華夷變態（上）》（東京：東方書店，1981 年），頁 11-13 

    、15-19、25-30、45-48。 

18  ﹝明﹞黃宗羲：《日本乞師記》，收入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 2冊（杭 

    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 18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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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在赴日乞師過程中，以鄭芝龍、鄭成功父子為主的明鄭勢

力至少十次向日本乞師，占乞師次數的一半以上，且由於鄭芝龍、鄭成功

與日本的特殊親緣關係，19使鄭芝龍遣使黃征明赴日乞師之事引起了江戶幕

府的重視。幕府將軍德川家光（1604-1651）召集大老井伊直孝（1590-

1659），老中松平信綱（1596-1662）、酒井忠勝（1587-1662）、阿部忠秋

（1602-1675）、堀田正盛（1609-1651）以及尾張、紀伊的納言、水戶中納

言等人商討，家光等多數人皆主張答應鄭芝龍的乞師請求，強調出師對日

本的利處：「異邦乞我救援，是本朝之榮。方今發天下亡命之士，得之數

十萬，加以西國中州之兵，亦足以耀國家之威德於異域。」20有學者從德川

家光採用荷蘭新式武器裝備軍隊、學習鐵炮攻城之法以及居室屏風上所繪

製的世界地圖等細節，證明家光出兵的意圖極為明顯，甚至稱之為「支那

侵略的雄圖」。21然而，「幕府大老」井伊直孝則持堅決反對的態度，一方

面，他認為「本邦困敝」而根本無力幫助明人出兵復國，另一方面，豐臣

秀吉的前車之鑒未遠，出兵不利於日本。因此，在井伊直孝的強大影響力

下，江戶幕府最終決定「不出師」，不久幕府得知明軍兵敗及鄭芝龍降清

的消息，令長崎奉行轉告乞師使者日本因「福州之敗」而不及赴援，故返

其獻物，使之歸國，婉拒了「乞師」的請求。此後，鄭成功亦多次向江戶

日本乞師，幕府雖仍是拒絕，卻多次有償地資助了鳥銃、腰刀、角甲等大

量武器，「其（鄭芝龍）子森官，猶奉明主，才保南隅，賜國姓號朱成功。

屢與賊戰，互有勝負。每歲發船渡長崎，貨殖以厚軍備之利。」22這些軍事

物資對鄭軍的重要意義可想而知。 

南明勢力持續二十餘年的赴日乞師最終以失敗告終，失敗的原因可謂

                                                 
19  據載，鄭芝龍早年曾來日本，居住平戶多年，日人稱「平戶一官」，後娶田川氏為妻而 

    生鄭成功。在平戶期間，鄭芝龍依附于海盜商人李旦門下，逐漸受到他的信任而成為得 

    力助手。之後鄭芝龍離開日本在臺灣建立了一支強大的私人海軍而稱雄海上，後接受明 

    朝的招撫。這意味著，日本平戶是鄭芝龍海上勢力的發跡之地。參見丸山正彥：《臺灣 

    開創鄭成功》（東京：嵩山房，1895 年）；岡田東寧：《臺灣歷史考》（東京：拓殖 

    務省文書課，1897 年）。 

20  山田俊藏：《徳川十五代記》，第 4 篇（東京：山田俊藏，1878 年），卷之 9，頁 10。 

21  辻善之助：《海外交通史話》（東京：內外書籍株式會社，1930年），頁 652-653。 

22  林鵞峰：〈吳鄭論〉，收入日野龍夫（編集、解說）：《鵞峰林學士文集》（東京： 

    ぺりかん社，1997 年），頁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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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是錯綜複雜，石原道博（1910-2010）曾指出，「南明各政權間的對立」、

「乞師活動的無計畫、無組織」以及「乞師者被奸僧、奸商所利用」是乞

師失敗的重要原因。23雖然如此，但江戶日本對乞師者的拒絕並不等於其沒

有「出兵」的意圖，幕府斷絕日明交通或禁止武器輸出等的行為，實際上

只是表面文章，他們對明鄭勢力的暗中支持除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外，更折

射出江戶日本的侵略中國野心，只是這一「野心」未能予以實踐，以至於

明治日本人常因江戶幕府錯失此次出兵中國的良機而「扼腕歎息」。 

關鍵的是，在明鄭勢力滅亡後，一股「鄭成功熱」現象卻在江戶民間

悄然興起。其中，近松門左衛門以《明清鬥記》為基礎而創作的淨琉璃歷

史劇《國姓爺合戰》（原劇名為《國性爺合戰》）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

左衛門主要生活於江戶幕府統治逐漸趨於穩定的元祿時代，而以商人為主

的町人勢力的興起更推動了「元祿文化」的盛行。24《國姓爺合戰》正是在

這一背景下問世，該劇主要敍述了生於日本的「國姓爺」回到中國之後打

敗韃靼兵（清兵）、攻佔南京城、最終將韃靼人逐出國境的故事。很明

顯，其中的「國姓爺」的原型就是鄭成功，但近松門左衛門的「國姓爺」

卻沒有使用鄭成功的名字，而是虛構了日本名字「和藤內」。「和

（わ）」即「日本」，「藤（とう）」諧音「唐（とう，意指中國）」，

「内（ない）」意指「不是（ない）」，言外之意，「和藤内」既不是日

本人，也不是中國人，而是中日的「混合」。表面上看，這一表述確實比

較符合鄭成功的出身，但《國姓爺合戰》中卻有意將「和藤內」塑造成日

本武士的形象，並在第二場中描繪了和藤內在海邊看到「鷸蚌相爭」而突

然悟出了「兵法奧義」的場景，對此，左衛門緊接著寫道： 

兩雄相鬥，趁虛而入，為兵法秘密〔……〕今父親一官的生國大

明與韃靼正是鴫蛤（鷸蚌）之爭，我要馬上到唐土去，運用兵法

                                                 
23  石原道博：《明末清初日本乞師の研究》（東京：富山房，1945 年），頁 122-123； 

    韓東育：《從「脫儒」到「脫亞」：日本近世以來「去中心化」之思想過程》（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年），頁 168-172。 

24  齋藤隆三：《江戶時代の風俗》，收入國史研究會（編）：《岩波講座日本歴史》，第 

    7卷（東京：岩波書店，1934年），頁 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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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而攻戰，一舉吞併大明、韃靼。25 

也就是說，「國姓爺」所做之事已完全不同於鄭成功的事實，其完全被

「日本化」，代表日本人打敗了明和韃靼。 

同時，左衛門在《國姓爺合戰》中更藉由和藤內之口反復說道「日本

為神國」，並特別強調和藤內依靠日本母親給予他的虎首護符而得到了

「天照大神」的保佑，使其在中國屠虎殺敵，擊敗韃靼人。26這意味著，日

本的血統使和藤內得到日本神靈的庇護，而日本武士精神又賦予了他忠

誠、勇猛的品格，這兩方面的結合正是中國人所不具備的特性，由此折射

出日本優於中國之處。尤為重要的是，左衛門不只借和藤內之口說出「發

揚日本國威」的「豪言壯語」，更不時地凸顯出「佔領中國」的野心。在

他的塑造下，「國姓爺」雖保留鄭成功的影子，但已被刻畫成日本打擊中

國的急先鋒。《國姓爺合戰》已不只局限於江戶日本對「明末乞師」的

「想像回應」，更暴露出其攻佔中國的野心，而這一野心顯然不是突然出

現於江戶前期，它是江戶之前日本侵略中國野心的繼續，只不過是率先在

文學領域表現出來，誠如有學者言道： 

近松門的《國姓爺合戰》，是十八世紀初日本對華侵略擴張思想

的一次暴露〔……〕是當時日本藝人借助戲劇這種文藝形式表達

和宣洩侵華迷夢和幻想的典型例證。27 

據載，《國姓爺合戰》在日本連續公演了十七個月，盛況空前。28這一

「國姓爺熱」或「鄭成功熱」的現象，恰恰說明了該劇對鄭成功史事的改

編完全迎合了江戶日本人的需求。江戶日本未能出兵中國的「憾意」在劇

作家的筆下得到了「完美的彌補」，而左衛門的做法更喚醒了日本軍事打

                                                 
25  近松門左衛門：《國姓爺合戰》，收入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近松門左衛門集 

    （下）》，《近代日本文學大系》，第 7 卷（東京：國民圖書株式會社，1928 年）， 

    頁 83。 

26  近松門左衛門：《國姓爺合戰》，頁 91-92。 

27  李群：〈近松門文學中的武士道和侵華意識〉，頁 137。 

28  石原道博：《國姓爺》（東京：吉川弘文館，1986年），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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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i 

擊中國而建構日式區域秩序的野心，《國姓爺合戰》從心理層面對日本民

眾起到了重要的藉慰作用。因此，明治政府利用「鄭成功抗清」的事蹟發

動對清戰爭和殖民臺灣的歷史遠因亦不難理解。關鍵的是，日本在侵佔臺

灣後於一八九七年（明治三十年）將「延平郡王祠」改為「開山神社」，

把鄭成功正式列入日本神祇。29其用意顯然是利用臺灣人對鄭成功的認同而

實施政治同化，以期從文化信仰層面鞏固日本對臺灣的統治，實現了江戶

時期的侵華構想。所以，毋庸置疑的是，江戶日本的「鄭成功熱」為日本

侵略中國的設想之一，即使它只停留在設想層面，但卻甚深地影響了日本

歷史的進程。 

參、 江戶中後期的「西方滲透」與佐藤信淵的「宇內混同

說」 

繼《國姓爺合戰》之後，佐藤信淵的「宇內混同說」則是江戶日本建

構日式區域秩序的又一設想。如果說，左衛門是通過文學創作的方式彰顯

日本的侵華傾向，那麼，信淵則直接提出武力吞併中國的設想。從《國姓

爺合戰》中的「模糊侵華意識」到信淵的「具體侵華方案」，除了二人所

處的不同歷史時代之外，更與二人之間的江戶思想的走向密切相關。 

信淵曾以「經世家」的身份著稱於江戶時代，然考察他的學術淵源，

其為平田篤胤的弟子，而篤胤又是本居宣長的弟子，是故，「國學家」應

是信淵的第一學術身份，後又兼習儒學、西學，使其思想學說集諸家之大

成。30然而，信淵生活的時代已經完全不同於左衛門的時代，江戶幕府處於

內憂外患之中。由於元祿時期（1688-1703）商品經濟的高速發展，致使依

靠「祿米」為生的武士階層日益貧困，從而使幕府和大名出現了嚴重的財

政危機。對此，幕府將軍德川吉宗（1684-1751）發起「享保改革」，雖在

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財政危機，31但農村的土地兼併以及農民的沉重負擔並沒

                                                 
29  瀨川光行：《日本之名勝》（東京：史傳編纂所，1900年），頁 299。 

30  野村兼太郎：《江戶時代の經世家》（東京：ダイヤモンド社，1942 年），頁 319-322。 

31  文部省社會教育局（編）：《享保改革に於ける財政緊縮と社會教化》，《社會教育叢 

    書》，第 22輯（東京：文部省，1929年），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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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解決，反而導致農村階級分化日益嚴重。因此，幕府將軍德川家齊

（1773-1841）繼續進行改革，通過強制外出農民返鄉、設立「浮浪者收容

所」、建立「義倉」、限制種植經濟作物等「重農」政策和頒佈儉約令、

廢除債務、穩定物價和貨幣等「抑商」政策，試圖以「復古主義」的方式

遏制商品經濟的發展，32這一做法幾乎是無視實際情況，其結果自然是事與

願違，尤其是農民的生活狀況未有太多改善，致使農民起義不斷發生，更

進一步危及幕府的統治。 

與此同時，西方勢力已開始向日本滲透。自一六四一年，江戶幕府頒

佈第五次鎖國令之後，除了允許荷蘭可以在長崎通商之外，其他的西方國

家全部被禁止。然而，由於西方資本主義的急劇發展而迫切需要海外市

場，俄國、英國等國從一七九二年到一八二五年間多次來到日本，要求通

商，但遭到幕府的拒絕。在此之前，俄國的勢力早已滲透至蝦夷地區，威

脅日本的北方安全，而英美等國的軍艦亦時常出現在日本南部近海。33針對

外患，江戶日本的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海防的重要性。林子平（1738-

1793）在天明五年（1785）著成的《三國通覽圖說》中，在介紹蝦夷、朝

鮮和琉球三國的地理、風俗、物產的同時，特別強調三國對保護日本的重

要性。緊接著，在天明六年（1786）完成的《海國兵談》中，林子平更是

從水戰、陸戰、夜戰等層面詳細地提出了日本建立海防體系的武備設想。34

本多利明（1743-1821）在《經世秘策》和《西域物語》中亦強調加強海防

的重要性，但與林子平不同的是，他的思想中已逐漸凸顯出對外擴張的戰

略，其側重點已不局限於未納入日本領土的蝦夷之地，而是擴展至中國的

東北地區（包括庫頁島）以及俄國勘察加半島等地，35由此解決幕府的危

機。 

如果說，對外擴張思想只是在本多利明解決幕府危機的策略中初露端

倪，那麼，信淵在應對幕府內憂外患的困境時則明確地提出了侵佔中國、

稱霸世界的「宇內混同說」。在《宇內混同秘策》中，信淵制訂了周密的

                                                 
32  吳廷璆：《日本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 290-292。 

33  足立栗園：《海國史談》（東京：中外商業新報商況社，1905年），頁 310-317。 

34  野村政夫：《海の日本と林子平》（東京：照林堂書店，1942年），頁 131-173。 

35  足立栗園：《近世日本國防論》，上卷（東京：三教書院，1939年），頁 208-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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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計畫： 

第一步，征服中國東北（滿洲、韃靼），此為易取之弱地。從日本東北部

北陸、奧羽、松前等地渡海至黑龍江，由此為據點南下取吉林、

遼寧、蒙古諸地。 

第二步，佔領朝鮮。與第一步戰略遙相呼應，由朝鮮進軍中國東北。 

第三步，從琉球取臺灣，由臺灣直達浙江各地，佔領中國江南各地。 

第四步，天皇御駕親征中國，佔領中國全境。36 

重要的是，信淵之所以底氣十足地提出這一完整「侵華設想」，是因

為日本具備清國、朝鮮等其他國家不具備的優秀特性。是故，在《宇內混

同秘策‧混同大論》中首言： 

皇大御國，大地最初成立之國，為世界萬國之根本。故若能經緯

其根本之時，則全世界悉為其郡縣，萬國君長皆為其臣僕。謹稽

神世之古典，所謂「所知青海原潮之八百重也」，即皇祖伊邪那

岐大神之速須佐之男命所賜之事。然則明產靈之神教以安撫世界

萬國之蒼生，乃最初皇國之主者所知之要務。37 

從中可知，作為「皇大御國」的日本，是天神創建的國家，故征服世界是

天神賦予日本的神聖使命，亦是日本「當仁不讓」的責任。同時，信淵更

借助西洋地理學闡述了日本地理位置的優越性，而這一優越的位置亦是得

自於「天神」的「眷顧」： 

日本自赤道以北三十度起至四十五度止，氣候溫和，土地肥沃，

萬種物產無不滿溢。四周皆臨大洋，海舶運漕極其便利。萬國無

雙，人傑地靈，勇敢決絕，殊絕他邦。其形勝之勢，堂堂八表，

                                                 
36  佐藤信淵：《混同秘策》，收入瀧本誠一（編）：《佐藤信淵家學全集》，中卷（東京 

    ：岩波書店，1926 年），頁 199-205。 

37  佐藤信淵：《混同秘策》，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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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全備鞭撻宇內之實徵。38 

正因如此，日本應以神州的雄威，征服「蠻夷蠢類」，混同世界，統一萬

國。 

不難看出，信淵的征服中國、宇內混同的構想主要源自於日本「皇

統」和「地理」的優越性，多數學者曾從他的「國學家」的身份論述其思

想淵源，成為學界的主流觀點。然而，從長時段的歷史脈絡考察，從《國

姓爺合戰》到「宇內混同秘策」的百余年間，江戶日本通過軍事打擊中國

而建構日式區域秩序的構想雖一度沉寂，但這一期間恰是江戶日本思想家

從「皇統」、「水土」以及「思想文化」層面建構「日本優越論」的重要

時期。事實上，從明清鼎革伊始，它直接帶給江戶日本的反映是「華夷變

態」的發生，即「夷狄（滿清）入主中原，華夏（明朝）淪為夷狄」，而

乞師者為達到日本出師的目的，在乞師文書中不乏言過其實的讚美之詞，

把日本解讀成「中華」，為日本「變夷為華」提供了巨大的輿論便利。在

這一刺激下，江戶朱子學派、古學派、闇齋學派、水戶學派、國學派等思

想家從「皇統優越論」和「水土優越論」入手，凸顯出日本優越中國之

處。39其中，山鹿素行（1622-1685）率先從「皇統」和「水土」兩個層面

論證日本的優越性。在素行的視域內，他首先將《古事記》、《日本書

紀》中「神代」的傳說「信史化」，明確指出日本是天神（伊奘諾尊、伊

奘冊尊）創造的國家，而天皇「皇統」亦源自於天神，是故，日本的「皇

統」既從未中斷，也無亂臣賊子「篡弑」之事的發生。關鍵的是，日本優

越的「水土」亦是「天神」選擇的結果，正因如此，日本四周環海且遠離

中國大陸，使其從未遭遇過外敵的入侵，即使曾有過「蒙古來襲」之事，

也是以失敗告終。40相反，中國大陸王朝的疆域雖廣闊，但卻被夷狄環繞，

而不得不修築長城、要塞等來防備夷狄，既勞民傷財，又不能有效地抵禦

匈奴契丹北虜，最終淪於夷狄之手。同時，中國王朝的「皇統」又經常中

                                                 
38  佐藤信淵：《混同秘策》，頁 195。 

39  董灝智：〈江戶古學派的「日本優越」論〉，《史學月刊》，2017 年第 4 期（2017 年 

    4月），頁 129-133。 

40  山鹿素行：《漢和中朝事實》（東京：大日本國民教育會，1912年），頁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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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亂臣賊子的易姓之事不可勝數。由此素行得出結論：日本才是真正的

「中華文明之土」、「中國」，是本朝，而日本以前所認同的中國王朝其

實是外朝，並不是真正的中華、中國。除素行之外，古學派的伊藤仁齋

（1627-1705）、荻生徂徠（1666-1728），闇齋學派的山崎闇齋（1619-

1682）、淺見絅齋（1652-1712），國學派的本居宣長（1730-1801）等人亦

在不同程度上通過「神國」、「神道」等思想來證明日本的優越性，而在

西洋地圖傳入日本之後，西川如見（1648-1724）、杉田玄白（1733-1817）

等人則利用西洋的地理學知識在素行「水土論」的基礎上進一步論證日本

水土優越論。他們通過世界地圖及地球儀而意識到中國大陸與日本根本不

是「中心」和「邊緣」的關係，「從支那之書，以其國為中土。夫地者一

大球也，萬國配居焉，所居皆中也，何國為中土？支那亦東海一隅之小國

也。」41由此解構了中國為中心的天下觀。西川如見則在《日本水土考》

中，將天干地支的方位以及周易八卦的方位與世界地圖結合，指出，日本

地處萬國的東部及東北部，為朝陽始照之地。若從八卦的方位、卦德及五

行屬性來看，東方屬震位、木德，為萬物始出之地。東北方屬艮位、土

德，象徵著「陰之終陽之始」之意。是故，日本之地草木茂盛，萬物生機

勃勃，為水土優秀之地。這意味著，《古事記》、《日本書紀》等書中稱

日本為「扶桑」、「豐葦原瑞穗國」、「日出之國」、「日神主於此」的

傳統觀點並不是虛構的傳說，而是得到了新的證實。這一新的「水土論」

對江戶思想家的天下觀及日本優越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所以說，信淵在幕府危機時期接續了江戶「日本優越論」的大纛，並

將其作為日本侵佔中國、建構日式區域秩序的理論基礎，從而使近松門左

衛門等人借「鄭成功之事」而凸顯的侵華構想被進一步細化，客觀上接續

了江戶前期的侵華構想。即使信淵對中國的認識即在後來的《存華挫狄論》

中有所改觀，放棄了侵佔中國的設想，但他的「宇內混同說」對近代日本

大陸政策和發動侵略戰爭影響巨大，無論是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戰爭還是一

九三一年以來的全面侵華戰爭，很明顯都有《混同秘策》的影子： 

                                                 
41  杉田玄白：《狂醫之言》，收入沼田次郎、松村明、佐藤昌介（校注）：《洋學（上 

    ）》，《日本思想大系》，第 64卷（東京：岩波書店，1976年），頁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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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同秘策》實為安政時代之前的今日我國之大陸政策，驚其以

卓見喝破當世，因此，他的混同秘策不止言說其大陸經綸，更可

看作是他的「戰爭論」，恐怕後來的「日本戰爭論」就確立於此

時，其精神也在某種程度上被擴充。42 

肆、 黑船事件與吉田松陰的「對外擴張論」 

《混同秘策》並未能成為江戶幕府挽救危機的方案，相反，日本卻在

歐美諸國的不斷滲透中被迫開國。一八五三年，美國海軍準將馬休‧培里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率艦隊駛入日本江戶灣，向江戶幕府

提出「開國」的要求，未能如願。一八五四年三月，佩里再次來到日本，

德川幕府被迫與美國簽訂《日米和好條約》（通稱《神奈川條約》），43日

本的鎖國時代由此結束。 

事實上，在「黑船事件」之前的鴉片戰爭已給鎖國的日本帶來了不小

的震撼，44尤其是清朝在鴉片戰爭中的敗北，不只引起了日本的有識之士的

恐懼與焦慮，更擔心西方諸國會入侵日本，是故，「黑船事件」發生之後

對幕末的日本人產生了強烈的刺激，使他們深刻意識到日本與美國的差

距。面對日本內憂外患、危機四伏的局面，諸多知識人提出了變革主張，

吉田松陰正是其中之一。吉田松陰生於幕末開國、卒於安政大獄。松陰早

年曾拜佐久間象山（1811-1864）為師，深受其「開國論」的影響，促使他

的思想因幕末危局而由早年的排斥洋學轉為師法歐美諸國，甚至萌生了赴

歐美實地考察的想法，但因幕府的鎖國政策未能如願。然而，在美國培里

艦隊叩關而至、迫使日本開國的過程中，松陰竟與金子重輔（1831-1855）

登上「黑船」，希望培里准許二人隨艦前往美國，但被婉拒。45松陰因此事

而入獄近一年，之後其由「獄中囚禁」改為「家中軟禁」。無論是在獄中

                                                 
42  塚田正之助：《總力戰の性格》（東京：十字屋書店，1941年），頁 9。 

43  中島端藏：《近世外交史》（東京：岡安平九郎，1891年），頁 46-48。 

44  王曉秋：〈鴉片戰爭對日本的影響〉，《世界歷史》，1990 年第 5 期（1990 年 5 月） 

    ，頁 92-100。 

45  島田增平：《偉人史談第 1編：吉田松陰》（東京：平凡社，1918年），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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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家中，松陰始終堅持講學，「松下村塾」由此名揚天下。他借助中國

儒學經典，採用西學知識，講授其政治思想之主旨。在松陰看來，依靠幕

府而改變國家現狀如同「癡人說夢」，如欲拯救日本只有依靠新的力量，

以「開國」為手段而引進西學，藉此通過武力實現「尊王攘夷」的壯舉，

進而改變國家積弱積貧的局面。 

然令人驚訝的是，與松陰挽救日本危局的變革主張如影相隨的竟然是

征服中國、稱霸亞洲的「對外擴張論」，這一計畫詳載於《幽囚錄》之

內。《幽囚錄》為松陰因私登「黑船」而入萩野山獄時的獄中之作。透視

《幽囚錄》，松陰在自序中直言道： 

皇國君臨四方，天日之嗣永，與天壤無極者，安有一衰而不復盛

哉？近年來，魯西亞、米利堅，駸駸來逼，而官吏苟且權宜處

分，是豈永世無變哉！皇天眷祐吾邦，必將生英主哲辟，一變而

復古之盛者。方是時察萬國之情態形勢，為之規畫經緯，按圖弄

筆，空論高議者，固不得與幹此也。吾雖微賤亦皇國之民也，深

知理勢所以然，義不忍顧惜身家默然坐視不思報皇恩也。46 

從中可知，松陰首要申明了日本為「皇國」的特性，而這一特性正是日本

優越中國之處，此種取向在他的《講孟餘話》中亦有明顯的體現：「我邦

上由天朝，下至列藩，襲千萬世而不絕，非漢土之可比。」47其中，亦凸顯

出松陰以「日本主體性」為主的思想特性。48顯然，松陰與信淵相似，繼承

了江戶時代古學派、國學派的「日本優越論」，並將此作為立論之基。因

此，他特別指出，由於「皇國」日本承蒙上天眷顧，即便是遭遇千年未有

之變局，必有英明之主救民於水火，故其作為「皇國之民」亦提出挽救日

本的構想： 

                                                 
46  吉田松陰：《幽囚錄》，收入山口縣教育會（編）：《吉田松陰全集》，第 2卷（東京 

    ：大和書房，1973 年），頁 39-40。 

47  吉田松陰：《講孟餘話》，收入山口縣教育會（編）：《吉田松陰全集》，第 3卷（東 

    京：大和書房，1972年），頁 24-25。 

48  張崑將：〈吉田松陰《講孟餘話》的詮釋特質與其批判〉，《漢學研究》，第 27 卷第 

    1期（2009年 3月），頁 207-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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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急修武備，艦略具礟略足，則宜開墾蝦夷，封建諸侯，乘間奪

多加摸察加（今堪察加半島）、隩都加（今鄂霍次克），諭琉球

朝覲，會同比內諸侯。責朝鮮納質奉貢，如古盛時。北割滿洲之

地，南收臺灣、呂宋群島，漸示進取之勢。然後愛民養士慎守邊

圉，則可謂善保國矣。49 

這意味著，松陰主張通過武力方式將日本四周的蝦夷、多加摸察加、隩都

加、琉球、朝鮮、滿洲、臺灣、呂宋群島等其他國家的領地占為己有，並

以日本古代天皇「驅使三韓」、「開墾蝦夷」的豐功偉績作為歷史依據，

強調日本吞併朝鮮、蝦夷等地的可行性： 

近世論輿地者，或曰非山東無以制天下也，是徒知平源以還衰世

之跡，而不知古昔神聖雄略之由之。古昔神聖常存雄略，驅使三

韓，開墾蝦夷，固有包括四夷併吞八荒之志，方是時非蔔六合之

中建京定畿不可也〔……〕。50 

而佔領這些土地的目的並不是單純的擴張，而是由此構築一道保護日本的

「隔離牆」，在此之前，德川幕府曾以「鎖國」的方式建構了一道「隔離

牆」，既是針對西洋勢力的威脅，又是防備清人的武力進攻，其效果明顯

地強固了日本的安全性，51但這道「隔離牆」卻在歐美列強的打擊下瞬間

「灰飛煙滅」，於是，松陰設計出了幾乎與歐美諸國搶佔海外殖民地相似

的作法來構建新的「隔離牆」，進而有效地抵禦西方列強的侵擾。 

更為重要的是，當松陰得知幕府與俄國、美國締結條約之後，其對外

思想的征伐範圍直接擴展至中國大陸、印度等地： 

今也，德川氏已同兩虜（俄、美）和親，不能由我絕之。我若絕

之，乃是自失其信義。為今日計，莫如慎守疆域，嚴行條約，以

                                                 
49  吉田松陰：《幽囚錄》，頁 54-55。 

50  吉田松陰：《幽囚錄》，頁 48。 

51  韓東育：〈日本對外戰爭的隱秘邏輯（1592-1945）〉，《中國社會科學》，2013 年第 

    4期（2013年 4月），頁 18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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羈縻兩虜，乘間開墾蝦夷，收琉球，取朝鮮，拉滿洲，壓支那，

君臨印度，以張進取之勢，以固退守之基，使神功未遂者得遂，

豐國未果者得果。52 

若將松陰的對外征伐構想與信淵的擴張方案比對便會清楚地發現，信淵的

構想主要針對中國，並將近松門左衛門等人的「模糊構想」逐漸具體化，

但松陰所要通過武力方式而建構的日式區域秩序顯然不只包括琉球、朝鮮

以及中國，更是將矛頭指向了印度，而這一「野心」幾乎與豐臣秀吉的

「戰略計畫」一脈相承：「先取高麗國之八道，後取大明國四百余州、南

蠻、切利支丹國，其外至於遠島。」53換言之，松陰對外征伐構想不只是江

戶時代近松門左衛門、佐藤信淵等人侵華構想的延續，更是繼承了江戶之

前的日本征服中國之野心，並在挽救日本危局的過程中進一步爆發，成為

日本知識人挽救危機的方案之一。 

雖然，松陰雖因「安政大獄」而被幕府殺害，但其通過「松下村塾」

來教授弟子進而宣傳其思想主張，使他的思想被弟子們所繼承、發揚並應

用於改造國家的實踐之中。推動倒幕運動、明治維新等日本重大歷史事件

發展的木戶孝允（ 1833-1877）、高杉晉作（1839-1867）、久阪玄瑞

（1840-1864）、伊藤博文（1841-1909）、山縣有朋（1838-1922）、井上

馨（1836-1915）等俊傑之輩，皆出自松陰門下，梁啟超（1873-1929）對此

有極為客觀的評價： 

日本維新之首功，西鄉乎？木戶乎？大久保乎？曰，唯唯否否。

伊藤乎？大隈乎？井上乎？後藤乎？板垣乎？曰，唯唯否否。諸

子皆以成為成者也。若以敗為成者，則吉田松陰其人是也。吉田

諸先輩造其因，而明治諸元勳收其果。無因則無果，故吉田輩當

為功首也〔……〕然松陰死後，舉國志士，風起水湧，卒傾幕

                                                 
52  吉田松陰：〈久坂玄瑞に復する書〉，《丙辰幽室文稿》，收入山口縣教育會（編）： 

    《吉田松陰全集》，第 2卷，頁 415。 

53  大河內秀元：《朝鮮物語》，上卷（江戶：東都書林，1849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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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成維新，長門藩士最有力焉，皆松陰之門人也。54 

更為關鍵的是，松陰的對外構想亦被弟子們所承繼，並逐漸成為明治政府

的對外方針，在這一邏輯脈絡下，明治政府在維新伊始針對中國、琉球、

朝鮮的諸多作法雖看似白雲出岫，實則是有意為之，誠如有學者所言： 

《幽囚錄》中所展現的松陰先生之對外雄略乃是黎明日本之大國

策〔……〕其以我肇國之大精神、八紘一宇之大理想、上古烈聖

之皇謨國策為根本理念。55 

所以說，松陰對近代日本的影響可謂是至深且巨，被譽為明治維新的精神

領袖及理論奠基者，改變了日本歷史的進程。 

伍、 結語 

通過以上研究可知，近松門左衛門的《國姓爺合戰》雖為文學作品，

但卻從文學層面彌補了德川幕府未能應「明乞師者」而出兵中國的憾意，

而佐藤信淵的「宇內混同說」和吉田松陰的「對外擴張論」則是應對日本

危機所提出的解決方案。表面上看，近松門左衛門、佐藤信淵和吉田松陰

三人的師承、學術背景無太多關聯，但他們的「侵華構想」卻似一脈相

承。重要的是，他們所提出的「侵華構想」顯然不是突然出現的，而是延

續了江戶之前的日本人侵佔中國、建立日式區域秩序的行動與思想，並隨

著江戶思想家所建構的「日本文化優越論」而被進一步放大。 

不寧唯是，近松門左衛門、佐藤信淵和吉田松陰的侵華設想更甚深地

影響了明治維新的對外策略。一般認為，明治元年（1868），明治天皇發

表《五條御誓文》標誌著明治維新的開始。關鍵的是，在明治維新伊始，

日本政府便暴露出其對外擴張的野心，將侵略的矛頭指向朝鮮、琉球以及

                                                 
54  梁啟超：《自由書》，收入《梁啟超全集》，第 1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 

    ，頁 337。 

55  福本義亮：《下田に於ける吉田松陰》（東京：誠文堂新光社，1942年），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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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臺灣等地，具體事實如下： 

（1）明治二年至明治三年（1869-1870），日本在明治維新伊始，便

多次派遣使者赴朝，試圖仿照西方國家與日本建立外交的方式而同朝鮮簽

訂新式條約，以期打開朝鮮的國門，進而解構中朝的宗藩體系，但皆被朝

鮮拒絕。56 

（2）明治四年（1871），牡丹社事件爆發。日本藉口琉球人被臺灣原

住民殺害之事，出兵臺灣，此為明治政府第一次對外用兵。57 

（3）明治五年（1872），日本廢除琉球國王尚泰（1843-1901）的

「國王」稱號，將琉球國降格為琉球藩。明治十二年（1879），日本吞併

琉球，改「琉球藩」為「沖繩縣」。58 

（4）明治八年（1875），江華島事件爆發。日本通過「炮艦外交」的

方式打開朝鮮的國門，逼迫朝鮮與其簽訂了《日朝修好條規》（《江華條

約》）。59 

（5）明治十五年至明治十七年（1882-1884），日本借朝鮮發生「壬

午軍亂」和「甲申政變」之機，出兵朝鮮。60 

（6）明治二十七年（1894），日本發動甲午戰爭並擊敗中國，不只通

過《馬關條約》解構了中朝的宗藩關係，更迫使中國割讓臺灣列島，進而

顛覆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區域秩序。61 

以往的研究常將明治維新作為日本以上行動的動力和原因，認為，日

                                                 
56  信夫清三郎（編）：《日本外交史》，上冊，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問題研究所（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頁 126。伊原澤周：《近代朝鮮的開港——以中美日 

    三國關係為中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頁 68-71。 

57  謝必震、胡新：《中琉關係史料與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2010 年），頁 189-191。 

58  本多淺次郎：《新撰日本帝國史》（東京：寶永館，1902年），頁 134-137。 

59  《日清韓條約要覧》（東京：義勇閣，1894 年），頁 23-26。 

60  菊池謙讓：《近代朝鮮史》，上卷（東京：大陸研究所，1940 年），頁 555-564；《近 

    代朝鮮史》，下卷（東京：大陸研究所，1940年），頁 33-49。 

61  董灝智：〈日本發動甲午戰爭的歷史遠因考察〉，《外國問題研究》，2017 年第 2 期 

    （2017年 6月），頁 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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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過明治維新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其迫切需要海外市場，必須以對外

戰爭為手段來解決問題，於是，將戰爭的矛頭指向朝鮮、琉球與中國。62這

一說法雖不無道理，但通過本文研究可知，日本的如上行動只不過是近松

門左衛門、佐藤信淵和吉田松陰等人「侵華構想」的實踐而已，甚至可以

說完成了豐臣秀吉「未竟的事業」，明治維新只是加快了其「侵華構想」

的實現過程。同時，明治日本人對鄭成功「反清義士」形象的塑造以及誇

大江戶時代的「源義經為成吉思汗」的說法，63其背後所暗含「侵略中國」

的用意已不言而喻。這意味著，明治政府的對外侵略亦是接續了江戶之前

日本扭轉中日「落差」的軍事行動，換言之，明治日本在挽救國家危亡之

際而實行維新過程中所凸顯出的對外侵略絕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而

是與近代之前的日本建構日式區域秩序的行動與思想緊密相連，所以說，

近松門左衛門、佐藤信淵、吉田松陰為主的江戶——幕末的侵華思想雖只

是停留在設想層面，但卻在日本歷史上扮演著承上啟下的重要角色，故對

近代日本等相關問題的研究不能只局限於近代視角，更應該關注近代之前

的日本走向，因為東亞地區的「前近代」與「近代」之間，本來就不存在

明顯的歷史性中斷，這種分斷除了能留下人為切割的痕跡外，並無歷史價

值和現實意義。♦ 

 

 

 

 

 

                                                 
62  施亞英：〈中國的覺醒與甲午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研究綜述〉，《世界歷史》，1994 

    年第 5期（1994年 10月），頁 122-128、140。 

63  該傳說最早出現於江戶時代，後由旅日的德國植物學家菲力浦‧弗蘭茲‧馮‧西博爾德 

    （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 1796-1866）收錄於其著作中而流傳至歐洲。明治時期，留 

    學於英國的日本人末松謙澄（1855-1920）以此為基礎而提出「義經為成吉思汗說」， 

    試圖為日本侵佔中國提供合理依據。參見末松謙澄：《義經再興記》（東京：上田屋， 

    1886年）。 

♦ 責任編輯：郭雨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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